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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的文化共同体与趋同的艺术命运
———1942年延安与纽约的知识择向与艺术分野

段 运 冬,安 燕 玲
(西南大学 美术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来自中国、苏联、美国的知识

分子和艺术家,不断接触、吸纳、转换,发生了跨语际之间的转向。在延安,毛泽东于1942年5月发表《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启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的转向;在墨西哥城,1942年7月,奥地利超现

实主义艺术家沃尔夫冈·佩伦在《戴恩》杂志上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问题,加速了欧美艺术去

政治化,使纽约知识分子更为明确地朝着“美国的艺术”与现代的艺术理论而努力。以1942年为落点,立

足作为艺术转向核心区域的延安、纽约语境,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艺术择向三个重要问题,回

到艺术史写作的元命题,梳理194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及其艺术实践,探寻关键时间节点上跨语

际之间“理论研读—问题转换—艺术演进”的艺术生产逻辑,可以为全球性艺术生产文化发展的分合演进

与艺术史写作的互鉴互融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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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40年代全球艺术的重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艺术阐释的共同体意识

20世纪艺术史的研究,集重点、难点、热点于一身。作为重点,20世纪艺术的演进是人类现

代性建设的文化高光,需要不断返回20世纪艺术的历史场域,为文艺发展获得新的知识认知。

作为难点,由于利益诉求的不同,带来了人为的价值固化,经常会被非理性式地贴上价值标签,先
天地被纳入价值区隔之中,被他人视为某种道德判断的拥趸者。作为热点,当下艺术发展的任何

一种现象,或者任何一种知识方案,均将20世纪艺术作为缘起和参照,从中吸收不同的养分,进
行新的扬弃与继承。21世纪以来,随着文明比势关系、新技术发展等语境的变化,重新审视20
世纪艺术的历史演进成为寻求新问题解决的重要方式之一。当然,这种重审,由于观念和问题指

向的不同,知识效果的获得感也会不同。为此,以1942年艺术发展状态为代表的1940年代全球

艺术,就会显示出不同的史学意义与理论价值。

现代艺术史上的1942年尤为特殊。在中国延安,经过20余天讨论,毛泽东于1942年5月

22日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全文在一年后刊发于《解放日报》,并印刷成单行本

发行,至今仍是中国文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改变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艺术的走向。在西半球

的墨西哥城,来自奥地利的艺术家沃尔夫冈·佩伦(WolfgangPaalen)于1942年4月创办了国际

981

作者简介:段运冬,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西南大学2035文科先导计划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美术路径研究”(SWUPilotPlan020),

项目负责人:段运冬。



性艺术杂志《戴恩》(Dyn),并于7月出版的第2期刊登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提问,随
后将之寄给“20余名杰出学者或写作者(writers)”,期待他们的回答。由于佩伦本人的超现实主

义画家身份,引发了艺术界的争论,促进了媒介纯粹性之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确立与纽约抽象表

现主义的兴起。这两点刚好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兴起的核心,使得发端于纽约的抽象表现主义

开始在欧洲艺术的演进序列之上慢慢嫁接,撬动了欧美艺术的版图,为后来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

到纽约做出了铺垫,成为20世纪西方艺术转折的起点。可见,作为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特

殊年份,1942年的艺术史意义并未得到重视和挖掘。

重审1942年,需要回到1940年代中国与欧美的各自艺术语境。中国学术界主要聚焦于延

安、重庆、上海三地,关注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抗战大后方(国统区)以及沦陷区(日占区)的
图像生产。首先是史料的挖掘。由于与国家文化生产的紧密联系,延安文艺资料的整理完备度

较高,不论是报刊资料的整理,还是对文艺生产的历史回忆,进一步研究挖掘的剩余空间较小;关
于沦陷区的研究,特别是上海的艺术活动,由于研究人员众多,区域文化对现代性价值突显较早

等原因,史料整理所剩空间同样不大。现有资料的整理发掘主要聚焦于大后方文艺,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周晓风,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抗战艺

术史(多卷本)”(黄宗贤,四川大学)等均围绕这个方面展开。其次是观念的释读。不论来自何种

区域何种语境,对历史观念的传统阐释,由于视野和学科的局限乃至知识功能的变化,亟须重回

历史现场进行新的思虑,唯有如此方能全息式地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艺术实践和美学体现。当

然,如果将时空观念联通,注入跨语际的史学意识,该时段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会有不同的表现。

欧美艺术史也没走出既定窠臼,要么关注艺术流派的转换,要么关注现代艺术的理论确立,1970
年代以后颇负盛名的新艺术史思潮也只是“如何在文化领域内承续并最终完成激进主义运动这

一命题……呈现与阐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1],而很少注意到跨语际之间艺术演进的互

动。以现有艺术史的核心观点(范式)[2]去价值化地圈套、排列、摆放中国的“艺术故事”,从而忽

略艺术内在的思想观念与话语交融,此方面成果,比如第三代艺术史学家代表人物T.J.克拉克曾

撰写《格林伯格同志和我们自己之间的更多区别》(MoreontheDifferencesbetweenComrade
GreenbergandOurselves)一文,将纽约知识分子的代表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称为格林伯格同志,

可见西方学术话语意识形态的前置。

对于1940年代全球艺术的学术呈现,英语世界主要将之视为20世纪艺术转向的重要阶段,

并对艺术理论和美国化转向方面的艺术观念、语言形式等进行言说。在艺术理论的转向上,强调

此时段艺术将从过去的以二维平面为介质的绘画,转向注重个体精神生发的过程性的行为艺术。

哈尔·福斯特等《1900年以来的艺术》(Artsince1900:Modernism,Antimodernism,Postmodern-
ism,2016),将1942年的两个艺术事件的叙述赋予了转折意义。在欧洲艺术的美国化转换方面,代表

性著作有塞尔格·吉尔博特《纽约如何窃取现代艺术观念:抽象表现主义、自由和冷战》(How New
YorkStoletheIdeaofModemArt:AbstractExpressionism,Freedom,andtheColdWar,1983)、玛
蒂卡·萨温《流亡的超现实主义与纽约学派的开始》(SurrealisminExileandtheBeginningofthe
NewYorkSchool,1995)、迈耶尔·夏皮罗《阿希尔·戈尔基》(ArshileGorky,1978)、迪克冉·塔什

简《一船的颠狂者:超现实主义和1920—1950的美国前卫艺术》(ABoatloadofMadmen:Surreal-
ismandtheAmericanAvant-Garde1920-1950,1995)等,针对美国将20世纪后半期艺术植入欧洲传

统,并以此取代形成自己艺术体系的言说,人们从欧洲视角表达了不满。当然,在美国语境下,迈克

尔·莱杰的《重构抽象表现主义:1940年代的主体性和绘画》(ReframingAbstractExpressionism:

SubjectivityandPaintinginthe1940s,1993)则从绘画与现代主义时期人的自我主体性展开,为“欧

洲艺术的美国改编”提供了人学尺度上的合理性。由于1940年代的特殊价值关系,不论欧洲还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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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英语世界的研究均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以“美国性”为共同体文化指向的知识建构,有着价值的

排他性特征,无法超越冷战意识形态的钳制,无法进行客观冷静的研究。

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入,特别是中国学者对20世纪艺术的介入,美国1940年代乃至之前的文艺活

动受到了中国学界的重视。在文学领域,先后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从左翼文学的角度探查互动,其

中部分成果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尽管这些成果涉及跨语际、跨文化的互动,但大都

停留在差异性层面,在全球化视野下寻求全球文艺历史互动的编年史研究的不足,缺少趋近历史本相

的面向未来的理论与史学建构。因而,对1940年代全球艺术的重审,需要依据原始文献尽可能还原

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艺术演进的推动作用,跳出先在的价值钳制,进行符合历史的具有共同体意识

的构建。

新的语境正重塑艺术史的编年,催生着新方法的产生。当今经济形势的变化、新技术的介入、自

然环境的变化、人口的跨国流动等,改变着全球权力结构和文化风貌。在中国学术界,随着一系列新

话语的建立,着眼于人类命运的未来走向,挖掘与创新自身优秀的艺术史学因子,通过文明互鉴,建构

具有视觉通约性的历史编年,成为艺术史学界的迫切愿望。在英语世界,随着种族冲突、技术介入、档

案重审、价值失范的加剧,人文学科不断受到“批判”,艺术史学内在的时空结构正在发生突变,传统意

义上基于“欧洲—美国”中心的艺术史学被逐渐消解,亟须摒弃由殖民主义观念所确立的艺术品陈列

和阐释方式,突破“白人—男性”中心主义,寻求文化多样性下新价值指向的艺术史写作。

可以说,不论语境如何,艺术史的写作面对共通的“社会—视觉”问题,又历史性地回到起点、回到

艺术史的叙事原点,在艺术史学的元命题上,积极回应并生成新的艺术史学范式,已成为艺术史学界

的迫切希望。

二、为什么是1942年:延安、纽约艺术界的分野

要清晰呈现各自艺术界的状态,必须了解1930年代的经济状况、思想语境和艺术实践。国

内学术界对延安文艺活动的研究,大都停留于历史编年、文艺活动、艺术家、文艺作品、文艺观念、

资料整理等方面,较深入的是对“作品—语境”进行的文本精读,注入国家、民族、白话、启蒙、国

民、媒介等视域,但寻求文本与语境的构建性阐释,还有巨大提升空间。当然,在跨语际实践中,

基于历史的互动,通过共有价值的整合,新的阐释较少。

在西方的研究中,首先,从纽约看起,在经济方面,“两个令人震惊的事件———1929年秋季的

股市崩盘和1941年12月初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构成了这段时期,牢牢地铭刻在那些经历

过它们的人的记忆中”[3]39。在股市崩盘的压力下,作为罗斯福新政五大构成之一的“联邦艺术项

目”,既发挥艺术家特长参与社会公共艺术项目美化公共环境,又为艺术家找到集体工作方式,保

障了艺术家的生活来源。这样,“一个突出的策略便是建立艺术家的组织……他们渴望归属的愿

望最先在1935年得到了实现,当时他们加入了一个名为‘十人’(Ten)的组织,……两人渴望加入

集体的意愿在1943年的上半年到达顶峰”[4]7,这为纽约本土艺术家接棒欧洲前卫艺术的发展夯

实了基础。

其次,安德烈·布勒东、萨尔瓦多·达利等欧洲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到来,加速了抽象表现

主义的诞生。欧洲现代艺术进入美国,缘于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Stieglitz,1864—

1946)、马瑞斯·扎亚斯(MariusdeZayas,1880—1961),他们更多的是对欧洲现代派的介绍及纽

约观众的培育,纽约景象的描绘、“291”画廊的建立等。这些努力,除对摄影媒介的现代转型有所

改观之外,几乎都是欧洲现代艺术进入美国的商业行为,美国艺术本土化还处于探索阶段。随着

1930年代全球语境的整体改变,加之“美国意识”的集中兴起,因而需要发掘新的路径,此时,激
进的超现实主义政治姿态、原始诡异的无意识冲动、不加掩饰的自发状态,契合并激发了北美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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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话语,为美国现代主义艺术作了铺垫。

第三,抽象表现主义还与20世纪的对立性知识相关。美国经济大萧条不仅仅是生存压力,

更有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吸引了大批西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将全

球性激进政治实践与美国自身制度问题的思考结合起来,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解决。这种

寻找又遇上了出生于社会底层的犹太知识分子,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美国问题的介入,围绕

《党派评论》等杂志,一波知识分子主宰了1930年代美国思想文化的发展。20世纪经济大萧条

后,一开始就把文化艺术变成了意识形态的论争场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地和社会政治

制度的交锋地。随着冷战到来,这种话语争斗变成国家介入的文化帝国主义。迈克尔·莱杰从

现代人本主义话语检视纽约画派,认为“先锋派是现代西方艺术创作中的一种结构性的现象,它

既涵盖了一个社会性的组织,也象征着某种普遍的美学倾向”[4]5,“总体上指的是一套进步的、实

验性的实践”[4]6,“将现代主义的艺术理论和实践与关于‘现代人’和人性的话语相结合”[4]46。

显然,1940年代早期的纽约艺术界处于新旧范式(经济、思想、艺术)转换的混杂阶段。一方

面,艺术风格的沿袭、经济萧条的影响、苏联国家生活憧憬的破灭、战时艺术家的移民、犹太知识

分子的知识取向、国际艺术思潮的交融等,依然留有1930年代的痕迹;另一方面,社会矛盾不断

发生演变,战争所带来的新的反思,“美国性”等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增强,为艺术知识生产的新发

展(艺术风格、艺术理论)积攒了“美国类型”的艺术探寻热度。有学者说:

  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艺术之都从巴黎迁至纽约。这一迁徙表明艺术美学的美国

化———特别是由后来被称为抽象表现主义的纽约画派引发的革命———纽约景象的国际化,

以及来自欧洲被占领国家移民加入并在这个国家生活多年的欧洲兄弟(如阿希尔·戈尔基、

马克·罗斯科和威廉·德·库宁)……虽然抽象表现主义这个词直到1946年才由艺术评论

家罗伯特·科茨(RobertCoates)发明出来,但该运动在1940年代早期就已开始,自此以后

塑造了我们对视觉艺术的观点———也许最有名的是在抽象和表现之间的持续性争论。[5]

纽约要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之都,需要有引领性的绘画流派、可信服的艺术阐释理论,这就远远

不是欧洲艺术美学的美国化和纽约场景的国际化问题,也绝非欧洲艺术家的移民问题。

在中国,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之后,日军全面侵华、洛川会议召开、全面抗日宣言

发布、共产党合法地位的承认、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等前

后相继的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全面抗战新局势的形成。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治理也亟须“马克思主

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6]651。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

学院发表讲话说:

  你们要我来讲几句话。可是我不熟悉艺术方面的问题,只能贡献一些粗浅的意见给你

们参考。……一、我们对艺术应持有什么样的观点? ……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

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

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

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二、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

求,大众的要求。……艺术作品还要有动人的形象和情节,要贴近实际生活,否则人们也不

爱看。把一些抽象的概念生硬地装在艺术作品中,是不会受欢迎的。三、鲁迅艺术学院要造

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你们不应当是只能

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6]270-272

毛泽东从思想路线角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艺术是他思考的重要话题,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特别是

艺术与时代、艺术与大众、成为伟大艺术家的三个充要条件等,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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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铺垫。

毛泽东对中国艺术问题的思考,密切联系文艺实践和理论论争等文艺现实问题。在文艺生

产实践上,毛泽东除了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外,还参加了陕北公学开学典礼(1938年4月)、与

徐懋庸等文艺理论家座谈交流(1938年4月)、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1939年5月)、致

函鲁艺文学系“路社”座谈会(1939年9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演讲

(1940年1月)等。毛泽东将文艺问题贯穿于整个新文化运动,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

化”[7]708并将其纳入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之中,凝聚成为全党文艺共识。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

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8]

延安文艺观念的整体转变,体现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延安知识

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艺现实的思考引领。在延安文艺界进行文艺观念转换的同时,

中国共产党启动了自身组织建设。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要“建设

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

党”[7]602,其中,文风整顿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正是在此时适时启动的。

要脱离原有文艺惯性,按新文艺观念进行创造,绝非易事,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习得、艺

术经验的重铸、新文艺活动的开展乃至文艺生产机制的构建等多方面推进。标志延安文艺界整

体转换的是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废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调头”,建立“新鲜

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534。有学者指出:“1942年是一个重

要的年份,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地位仅次于1917年”,“中国文化在迎战外来侵犯中

表现出了充沛而新鲜的活力。同时,这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和体制的形成时期,这种

形成对整个20世纪后半期的文化状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9]。1943年3月,中央文委、中组部召

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1944年10至11月,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教育厅、边区文委召开全边

区文化教育会议。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到文艺生产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文艺史上继

‘五四’之后又一次更深刻的文艺革命的新起点”,“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人民文艺新阶段”[10]。

与中国艺术史一致的是,作为艺术发展的重要转捩点,1942年纽约艺术界转向的学术价值

也在不断挖掘,有艺术史学家指出:

  到1942年底,美国艺术的困境似乎已经绝望了。欧洲被摧毁,在艺术上疲惫不堪,然而

来自那个大陆的“堕落”艺术家们却傲慢地宣称他们在美国的道德和艺术优越性。碰巧,就

在这个一切似乎都失去的时候,杰克逊·波洛克创作了他的第一部真正的杰作,注定要重新

开放西方艺术的疆域……美国人的这些作品在一个非常深刻的意义上超越了毕加索和康定

斯基的创新。如果毕加索打破了人物形象,使之可以从许多不同视点得以呈现,而康定斯基

则以一种乌托邦的方式试图进入精神世界的话,那么波洛克与他的画,并试图在自己的皮

肤、自己的大脑上,描述自己个人的和文化的痛苦,甚至庆祝个人的深渊,有意识地避免了艺

术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外部世界摹绘的寻找。[11]

显然,1942年,“当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和《党派评论》的编辑们告别马克思主义时,美国先锋派

的去政治化达到了不可复归的地步”[12]324,在“观看—表征”上破除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形

成新的再现话语,欧洲艺术发生了自殖民时代以来的最重要转向:美国化。

三、面对马克思:跨语际的辩证法与艺术表达

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加上社会现实的差异,对于延安与纽约重要转折点的读解,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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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理论的推动下,衍生出截然相反的艺术路径。如果仅限于外围,就会落入价值前置的逻辑怪

圈,无法有效呈现1940年代艺术转向及其价值构建。需要通过对价值差异的超越,展开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征候阅读”,以获得被过滤、遮蔽、误读的文艺观念。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其认识与传播是全球思想界的共同话题。激进社会实践的阐释是左翼

思想界自身使命与理论合法性的一部分;右翼思想界则需要面对激进实践的责难,也应该对其进

行充分认识、了解;左、右两个思想界的回应,整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演进和发展。1940
年代艺术领域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以沃尔夫冈·佩伦最具代表性。在1942年创刊的《戴

恩》(Dyn)杂志第2期上,他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问题:

  (1)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是真正“辩证”过程(dialecticprocess)的科学吗?

(2)黑格尔阐释的辩证法自身(独立于马克思的借用[appropriation]之外)是科学的吗,如果

是,科学对这种方法有重要的发现吗? (3)黑格尔在其逻辑中建立的这些法则,这些来自辩

证法基础的法则,是普遍性的有效和有用吗?[12]324

佩伦的发问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方式,他的问题发出后立刻就被语境化了。最具典

型性的莫过于刚来纽约不到一年的法国超现实主义开拓者和旗手安德烈·布勒东,布勒东没有

立刻回应佩伦的发问,这有可能与《戴恩》的创刊有关。《戴恩》原文“Dyn”为英文前缀,无明确意

义,音译为“戴恩”,聚合了以这个词为前缀的许多英文单词的含义,也有人翻译为“《活力》”[13]。

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史系主任迈克尔·莱杰(MichaelLeja)在2022年2月16日给笔者的邮件

中说:“‘Dyn’在英语中是一个奇怪的标题———它本身并没有任何意思,但是作为动态、炸药等词

的一部分,所以它暗示了爆炸、强大、充满活力的含义。编辑佩伦是奥地利人和墨西哥人,我相信

他的名字来自一部希腊作品,这也是可能的。”在《戴恩》创刊号上,佩伦宣告与超现实主义决裂,

提出了欧洲艺术的新形象、客观道德、图腾符号等问题。布勒东的沉默,与他之前对佩伦艺术的

喜爱不符,也偏离了他的知识态度和性格习惯,当然,这并不代表他对问题的漠视,早在一个月

前,他已间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布勒东的这次表现,艺术史上称之为“布勒东的敌意沉默”

(Bretonsspitefulsilence)。

布勒东的回答,主要体现于《为超现实主义第三宣言撰写的序言》(ProlegomenatoaThird
ManifestoofSurrealismorElse),该文刊发于1942年6月创刊的《VVV:诗歌、造型艺术、人类

学、社会学、心理学》(VVV:Poetry,PlasticArts,Anthropology,Sociology,Psychology)杂志第

1期。此时,刚好处于同年5月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和7月佩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问之

间,不失为一个有意味的巧合。当然,这个巧合也表明,来自延安、纽约的知识分子,无论语境差

异如何,在同一历史时刻均已开始面对全球文化的转型。

布勒东再次强调了反叛精神对激活超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厌倦了江湖骗子和造假者厚颜无

耻地到处招摇撞骗;黑格尔的狂热支持者已分裂为对立的左右两派,“未来现实的前景并不会强

于当今所谓的现实。充实的每一分钟本身就是在否定既蹒跚又曲折的历史……得有清纯的活力

才能做到这一步”[14]294,“20年过后,我又要像年轻时代那样去反对所有因循守旧的做法,与此同

时,还会将矛头指向超现实主义故步自封的做法”[14]295。重拾超现实主义的反叛精神,是布勒东

的第一个回答。但反叛精神的回归,指向的是艺术创作的主体性,是超现实主义艺术自主性的体

现,这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其次,佩伦的发问主要集中于辩证唯物主义、黑格尔辩证法的功效与普适性问题。这两个问

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既相关又无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吸收了黑格尔的合理内核,如果黑

格尔辩证法不科学,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法性也就成了首要问题,辩证法及唯物辩证法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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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就成了焦点。布勒东宣称:“普遍的判断力也许从未赋予过人类,而普遍的知识也从未赐予

过人类,因此,那些有才华的人应对自己的抱负持保留态度,他们以为可以去解决悬而未决的问

题,而这些问题其实已超出他们的研究范围,超越他们的能力。”[14]297

如果说布勒东的回答仅仅是作为超现实主义旗手的个人看法,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

体认知则是由纽约知识界来集体完成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反思成为美国

知识分子关注的核心话题,这种关注推动了1930年代美国思想界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被

称为“红色十年”。紧跟美国知识生产的现实问题,长期致力于文化、政治的紧密结合,先后出现

了《新群众》(New Masses)、《艺术前线》(ArtFront)、《马克思主义季刊》(MarxistQuarterly)、
《党派评论》(PartisanReview)、《新共和》(TheNewPublic)、《国家》(TheNation)等重要杂志。

迈耶尔·夏皮罗、克莱门特·格林伯格、丹尼尔·贝尔、哈罗德·劳森伯格、莱昂内尔·特里林、

欧文·豪、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等一大批从事文学、戏剧、绘画等活动的知识分子,通过

“世纪中期现代主义”(Mid-centurymodernism)的塑造,以期获得美国式的知识聚丛与美国类型

的绘画。为了支持共产党人进入1932年的总统选举,50多名思想家、作家、艺术家成立“福斯特

与福特职业团体联盟(theLeagueofProfessionalGroupsforFosterandFord)”,他们发表了《文

化与危机:一封致美国作家、艺术家、教师、内科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和其他专业工作者的公开

信》(CultureandtheCrisis:AnOpenLettertotheWriters,Artists,Teachers,Physicians,Engi-
neers,ScientistsandOtherProfessionalWorkersofAmerica),宣称公众应支持坦诚的共产党候

选人,资本主义破坏了所有的文化,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文明和“文化遗产”,才能摆脱世界危机。

对辩证法与普适性问题的讨论,主要以马克斯·布劳恩施威格(MaxBraunschweig)为代表,

在《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ThePhilosophicThoughtoftheYoungMarx)中,他思考的重心是

关于具体的人,勾勒了一个范围广阔的人类学谱系,抓住了经验材料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展

示了一幅关于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图景,定义了完整的人:他是在他与世界的关系中能够发展他

所有感官的人,而这种感官活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自由劳动来实现的。纽约知识分子正是在此

基础上,对辩证法进行了转换,变成了人的自由及自由获得的感官形式。

对绘画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的代表是迈耶尔·夏皮罗,他作为犹太移民后裔,拥有低收

入群体的艰难生存的切身体验。大学毕业后,他以海员身份一边工作一边游历欧洲,劳工出生、

生活艰辛、视野扩充,形成了不一样的体验,“就像大量的美国知识分子一样,夏皮罗因大萧条的

到来而变得激进,到1932年,他成为共产党的积极支持者……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开始计

划出版以‘马克思主义美国文化研究’为主题的作品集,主要是因为夏皮罗曾写过关于美术的

文章”[15]。

夏皮罗在这方面主要的著作有《艺术的功能》《艺术与社会变迁》《艺术的社会基础》《社会主

义下的艺术的写作》《抽象艺术的属性》《艺术的公共用途》等,他强调“艺术中最主观的形式将会

是客观社会主义社会最典型的形式……社会主义中具有更高文化修养的个人将会使任何一位工

程师都能发展他的设计才能,能以充满创造性的方式来构思”[16]126-127,艺术与其所处的时空环境

密不可分,现代艺术似乎不具有社会必然性,那是因为社会被狭义地定义为反个体的集体,以及

令人压抑的机构和信仰。“个体性被等同于私有性(即对他人和世界的剥夺),被等同于被动的而

不是主动的,它拥有幻想而非才智。这样的艺术无法真正被称为自由的,因为它带有如此浓厚的

排外和私人色彩;它将许多我们所珍视的东西拒之门外。”[16]123针对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举

办的“现代建筑:一次国际性展览”,夏皮罗指出注重内部装饰的传统建筑代表着“个人的力量、权

威、永久、财富”的社会价值,高级的建筑是社会革命的体现,现代建筑体现着“社会主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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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tRepublic)的样式。对现代艺术的观察,体现出不同趣味:

  现代艺术的这种社会根源并不足以使我们判断这种艺术的优劣;它仅仅有助于我们理

解这种艺术的某些特征,并且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现代艺术家的观念,远非描述了艺术

永恒而必然的状况,而仅仅是新近历史的结果。[16]122-123

这一判断与克拉克引领的第三代艺术史学家的追求一致,“艺术史的知识价值和目的,已经发生

巨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对社会价值的思考和知识用途的关注,以及它们与更为宽广的文

化和历史发展的关系”[17]。夏皮罗对现代艺术(建筑、绘画)的考察表明,它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

的艺术表征,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各自运行逻辑下的艺术表现,依据社会演进和形态更替

的高级艺术样式。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探求艺术的代表性著作,还有格林伯格的《前卫与媚俗》(TheAvant
GardeandKitsch,1939),将当时关注的艺术现象———前卫艺术、法西斯艺术、前苏联现实主义艺

术———放在社会学里考察,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已经产生出前所未闻的东西:前卫文化。一

种优质的历史意识———更精确地说,一种新的社会批评和历史批评形式———成为可能。这种评

论并不是用永恒的乌托邦正视我们当下的社会,而是以历史的因果关系,冷静地检视位于每一社

会中心的形式(forms)的先例、合理性及其功能”[18]4,前卫艺术家通过革命政治的寻求完成道德

上的帮助,激进地反对主流政治,远离贵族社会艺术生产土壤,“不是在于‘实验’,而是发现一条

在意识形态混乱与暴力中使文化得以前行的道路。完全从公众中脱离出来……使其艺术专门

化,将它提高到一种绝对的表达高度……‘为艺术而艺术’或‘纯诗’出现了,主题和内容像瘟疫一

样成了人们急于躲避的东西”[18]5,前卫艺术的抽象化演进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文化运行的

结果。“为了满足新市场的要求,一种新的商品诞生了:假文化、庸俗媚俗,命中注定要为那样的

一些人服务:他们对真正文化的价值麻木不仁,却渴望得到只有某种类型的文化才能提供的娱

乐”,它以“媚俗化了的或者学院化了的真正文化的模拟物为其原料,大肆欢迎并培育这种麻木不

仁”,“媚俗艺术是虚假的经验和伪造的感觉……是我们时代中一切虚伪之物的缩影”[18]10。紧接

着,格林伯格话锋一转,“今天,只要一种政治制度已经确立起一套官方文化政策,那肯定是为了

宣传煽动……这些国家对庸俗艺术的鼓励仅仅是极权主义政府寻求应和其臣民的另一种廉价方

式……前卫艺术和前卫文学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它们太富有批判性,而是因为它们太‘纯洁’,以至

于无法有效地宣传其中所煽动的内容”[18]19。格林伯格针对的虽然是苏联文艺的宣传色彩,但他

还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设想,“正如在今天的其他问题上,有必要逐字逐句地引用马

克思的话……如今,我们面向社会主义,只是由于它尚有可能保存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活的文

化”[18]21。

如果说布勒东还没有从方法论、知识论的有效性和普遍性上跳出来的话,那么纽约知识分子

已经不再关注“布勒东-佩伦”式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与美国问题”的解答。佩伦非

常清楚,“1942年,在经历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血腥失败和所宣称的诸种主义的逐步瓦解之后,人

们再也不能对超现实主义对马克思和黑格尔‘过于简单的观念’的概括认可视而不见了”[12]324。

在纽约知识分子眼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所带来的伦理效果,应成为解决“美国问题”所规避的

方向,这为他们与托洛茨基进行结盟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一结盟便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涵从

社会革命转移到形式革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到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再到“十月革

命”后的李大钊,从知识介绍到社会实践,整体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文艺界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纳,始于1928年的冯乃超,他指出:“俄国的普罗列搭利亚特经验了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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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体验以后……这里只站在文化革命的范围内,追迹他们对于文化及文艺的理论发展的经

过,对于文化上起了很大的变动的中国的现况……社会生活的发现之文艺的领域上,作家自身启

发及读者一般的要求,当然会惹起许多艺术上的创作的问题———内容,形式,样式等。”[19]他又

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不单是处理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方法,又是一切学问之最科学的

方法……但是关于艺术领域中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还不见得多。同时,艺术之唯物论方法的研

究,虽然已经有了很多,资产阶级学者也做了相当的工作,然而有系统的,有正确的结论,依然不

多。”[20]此后,陈望道主编了“文艺理论小丛书”(1928)、冯雪峰主编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

(1928—1930)等,开启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工作。

1929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

联”)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系统整理得到强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说:“第一,倘

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

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问题,便即刻要撞碎了。……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

容易变成‘右翼’。”[21]在问题意识和知识自觉上,鲁迅先生和纽约知识分子都显现出1930年代

左翼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各自问题结合一致的知识取向。1936年,东京质文社集中出

版了“艺术理论丛书”,涉及到文艺大众化、文艺真实性、唯物辩证创作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

型性乃至文学美的形式问题,而参与的人员除鲁迅外,还有瞿秋白、冯雪峰、陈望道、周扬、冯乃

超、胡风等,“左联”的努力为延安时期马克思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做出了铺垫。

1940年代初期,经过战争洗礼,文艺观念已发生重要变化,现实主义、民族形式、大众化等文

艺观念,在国统区、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均已形成共识,成为文艺的“中国具体问题”。周扬提出要

建立新的美学理论,指出:“新美学要从客观的现实的作品出发,来具体研究艺术的发生和发展的

社会的根源,它的本质和特性,它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与创作评论和实际活动保持最密切的

关系,协助文学艺术的实践,是新的美学的最大的特色。”[22]225可以说,在1940年代之前,延安知

识分子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问题,从观念传播、方法运用到社会实践等,提出了一系列

构想。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论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

这也为三个月后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基础,有学者称之为“延安道路”[23]。文

艺作品、阶级斗争、民族革命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在抗战的、革命的现实题材与艺术表现

之间,寻找到了有效的艺术表现手法。

与延安不同,纽约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寻求的是文化优劣性的判断,是亨

利·卢西(HenryLuce)“美国世纪”的脚注。不论是超现实主义旗手布勒东也好,还是夏皮罗和

格林伯格也罢,都是在弥散游离的状态下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美国问题的结合,注重的是“批

判”本身,离触及深层资本生产问题较远。佩伦尤为典型,他虽首先发问,但回应较为表浅,这与

纽约的社会问题极不相称,使得纽约知识界处于问题解决的圈点与摘录状态,再加上强大的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惯势,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苏联的社会实践,虽然不断被提及讨论,但总是

处于一种激进的策略状态,从1930年美国“红色十年”到1960年代激进主义,再到2011年“占领

华尔街”、2022年“卡车司机大罢工”,均显示出一致的知识逻辑。

四、面对“斯大林”:延安知识分子与纽约知识分子的美学趣味

本文提出“面对‘斯大林’”,是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建设实践的指代,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

里不涉及对斯大林及其苏联实验的评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问题化实践后,延安和纽约的

知识分子都面临着新的美学趣味的构建,周扬称为“新美学”,格林伯格称为“朝向新的拉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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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新美学趣味探索初期,都处于理念与想象阶段,需要进行具体有形的活化。这样,苏联的

文艺生产与创作实践就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各自语境下艺术发展的参照系。

苏联的文艺生产实践源于俄国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与文艺观的认识。在马克思早期著述

中,就可以看到对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关注。普列汉诺夫与恩格斯建立了直接联系,在辩证

法与俄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中寻找到方法论的结合点。“列宁主义”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的传

播带来了质的变化[24]。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新政权面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危机。

危机结束后,苏联立刻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向

工业化国家迈进等,都是斯大林探索的基于农工的新国家治理体系。1930年代是苏联历史上最

重要的时期,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治理的“斯大林模式”,为苏联国家治理提供了最本质和最基本

的东西[25]。在文艺领域,斯大林指出:

  了解我们人民为什么而斗争,他们为何取得这一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性的胜利,是一件愉

快和高兴的事。了解我们的人民并不是白白流了那么多血,了解他们流的血已经开花结果,

是一件愉快和高兴的事。这在精神上把我们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智识分子武装起来。

这策励他们向前迈进并激起一种正当的骄傲感。这增加着我们对我们力量的信心并动员我

们为求得共产主义的新胜利而进行新的斗争。[26]378

为培育新的劳工阶级,需要在艺术表现的主题和形式上进行新的转变,以便在“革命历史上这个

最伟大的过程……担负起先进无产阶级的歌手的任务”[27]。苏联的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是在向上

与向下两个维度展开的,向上确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功能,向下确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教育

功能。斯大林时代的艺术生产,就是重建面向大众的生产模式和美学趣味。“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就成为文艺诗性的美学体现,“民族形式的文化问题”成为文艺语言形式的来源,培育“社会主

义人民”成为文艺的重要功能。

在延安文艺界,“面对‘斯大林’”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斯大林及苏联对中国的关注。

1926年10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7
年4月5日又发表《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28],这

些讲话都是斯大林还没有被确定为苏联领导核心时发表的。后来,斯大林借助共产国际等间接

或直接地介入中国事务,共产国际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红军长征结

束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具体化实践的探索取得巨大胜利,斯大林的观念慢慢发生

转变,比较重视中国经验。但总体而言,在中苏之间的取向上,斯大林显示出极强的大国沙文主

义。另一方面,不论是对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说,斯大林都是20世纪20到50年代中国不得

不面临的话题。从1928年开始,国民党主办的《中央周刊》《苏俄评论》《中苏文化》等,共产党主

办的《苏联文艺》《群众》《解放》等,纷纷介绍斯大林的个人情况、执政主张、哲学观点、苏联建设情

况,通过对苏俄文艺理论、苏俄文艺、苏俄文艺奖金、高尔基的介绍,直接引入苏联文艺治理经验,

形成了延安时期苏联文艺的整体知识概述和实践参照。

延安知识分子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跟进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外加“共产国际”的

介入,以陕甘宁边区(延安)为中心,以“大后方”(重庆)和沦陷区(上海-香港)为呼应,形成了“译

介+讨论+实践”文艺生产模式。1936年在延安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其发起宣言声称:

  中国苏维埃运动……有极大可观的成绩,惟文艺建设方面,在战争第一的任务下,还未

能有极大的创造培养无产者作家,创作工农大众的文艺,成为革命发展运动中一枝战斗力

量,是目前的重大任务,特别在现时全国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把全国各种

政治派别,各种创作倾向的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以无产阶级的文学思想来推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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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扩大巩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力量,更使党和苏维埃新政策下的迫切要求。……特发起

组织“中国文艺协会”。它的工作任务在苏区是训练苏维埃政权下的文艺工作人材,收集整

理红军和群众的斗争生活各方的材料,创作工农大众的文艺小说、戏剧、诗歌……等。[29]

创刊于南京后来迁渝的《中苏文化》杂志创刊号指出:“苏联的革命,发生于我国辛亥革命的七年

以后,但是苏联的人民,以其强毅的革命精神,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已经恢复他从前强大的地位,

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在政治建设上,有强有力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在经济建设上,有前后两

次五年计划的实行,在文化建设上,有肃清文盲及教育大众化的实现”[30],“苏联国各民族在文化

上,科学上,暨技术上所得到的成绩,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和繁荣上亦有裨益”[31]。在沦陷区上海,

以商会名义创办《苏俄文艺》,以苏联塔斯社驻上海记者兼站长罗果夫为主编,主要由姜椿芳根据

党的指示任总编并负责编辑。罗果夫说:“在俄罗斯人民反对德国法西主义的第二次卫国战争

时,中国对于苏联文学的兴趣愈加提高了。我的中国朋友们竭力要求把英勇日子的苏联文学介

绍给他们。于是我们便出版《苏联文艺》月刊。我们将在这杂志上发表苏联作家的新作品和旧俄

文学的优秀典范。”[32]显然,借鉴苏联文艺生产模式,在1930年代中期以后,已成为全国各区域

各党派的共识。

对苏联文艺生产模式的参考,首先是文艺革命性的引入。文艺的革命属性是一步步确立的,

最早源于1920年代郑振铎、震瀛、陈望道、沈雁冰、冯雪峰、王统照等知识分子的译介与讨论[33]。

对革命文学的讨论,观点繁复,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等,其总体特征是并非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

文析出,而是来自苏联文艺实践与理论探索。苏联文艺生产的革命性,整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初到中国的知识质感、取向、范式,偏重现实实践的革命性整体代替了马克思关于文艺对

人类解放的理想革命性,工农现实生活的文艺化成为后期延安文艺生产的无意识逻辑。

在纽约,深陷经济危机的知识分子认为:“这个国家刻不容缓地需要新的文艺、新的电影和剧

本以便促进这些变革的实现。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知识分子更强烈地希望摆脱他们一贯与公

共事物脱离接触的状态,使他们的文章、小说、剧本和电影在普通人民的生活中具有更大的意义;

为民主的社会主义设计出现实的纲领和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倡导一种新的集体主义和合作精神

并鼓吹一次真正的政治和文化革命,以改造每个美国公民的生活。”[34]序vi《党派评论》创刊号要求

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和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35]呐喊,“马克思主义似乎比其竞争者更能心悦诚

服地解释美国人当前所处的困境”[34]149。斯图尔特·切斯(StuartChase)直接发问:“为什么俄国

人能够兴高采烈地改造世界呢?”[36]“美国知识分子在30年代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哲学和价值体

系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俄国的想法”[34]73,“即使他们不能一贯接受甚至充分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相信这种俄国形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最终取代他们自己的日益腐朽的

社会”[34]80。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美国艺术问题的具体结合主要体现为文化激进主义,通常被称为“左翼文

化”,采用的方法是文化批判。文化激进主义主要围绕《新群众》《党派评论》《新共和》杂志展开,

《新群众》本身就是美国共产党主办的刊物,部分右翼杂志抛弃原来保守立场转向左倾和激进主

义。这种氛围下,“红色十年”的流行是必然的,对革命文艺的追随已经成为美国30年代的重要

潮流,“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公开提倡‘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作家,如里德、高尔德、考德威尔、马尔

兹等,而且许多在全社会广有影响的艺术大师也纷纷向左转,如德莱塞、斯坦贝克、安德森、辛克

莱、多斯·帕索斯等,可以说左翼文坛是群星灿烂,佳作如云,为美国文学赢得了世界性的

声誉”[37]。

美国激进主义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并不统一,甚至自相矛盾,比较脆弱。具有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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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的是,193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最感兴趣的不是它对社会危机的理解,而是对个

人行动和义务的认识。艺术家感兴趣的是,人类如何从难以忍受的文化中解脱出来,从而改变历

史进程。他们不断强调制度改革与人类意识的关联,意图与自由主义价值准则恢复哲理性联系,

就像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两方面支持了社会民主制度一样,这两方面他们都设法使马克思主

义“美国化”[34]150-151。

最先破除苏联迷信的是尤金·莱昂斯(EugeneLyons),作为“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斯大

林不宽容的证据被托洛茨基的左翼政客和知识分子所证实”[38],引发了西方艺术界的转向。布

勒东最具典型性,他“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钦佩从未减弱,但谈到斯大林政权,自1936年‘莫斯科

审判’以来,他一直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是双重犯罪,因为它的野蛮行为是以辩证唯物

主义的名义犯下的”[12]324。

“面对‘斯大林’”,欧美同样也改变了新文艺的理论构建。其一,在文艺观上,重新思考了艺

术的位置、目的、形式,它是政治的艺术还是市场的艺术,最佳显现形式为何,等等。其二,艺术个

体的自由表达与艺术表达的政治性,分别成为艺术参与国家建构的不同路径。社会主义国家艺

术,一开始就注重艺术对政治机制的塑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以艺术的方式规避了意识形

态的强大“询唤”功能,实质上是意识形态编码以极其隐蔽的方法重新置入保守主义意识形态。

其三,在艺术文本的显形上,美欧对主体性编码的侧重,带来艺术风格、理论形态的整体变化,形

成了欧美当下的艺术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围绕阶级斗争,形成了与欧美古

典艺术理论有连续性的艺术风格与理论形态,两种编码方式造成了情感编码的政治无意识体现

与政治编码的现实表现。格林伯格指出:“抽象艺术是我在1930年代结识的那些画家的主要话

题。激进政治占据许多人的头脑,不过对于这些特殊的艺术家来说,社会现实主义跟美国场景艺

术运动一样都是没有生命的。尽管那些年的艺术都讲究政治,但并非全然如此;将来的某一天,

人们也许应该说明多多少少出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反斯大林主义’,是如何转化为‘为艺术而艺

术’,从而英雄般地为随后到来的东西清理了道路。”[18]230由此,理解苏联的角度、目的、路径不同,

决定着各自文艺发展的最终结果,带来不同的艺术趣味,即国家文化构建的民间民族趣味与欧洲

前卫意识趣味。

五、起点与分叉:走向生活的反映与进入媒介的表征

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以苏联文艺实践为参照,形

成了艺术发展的路径和理论形塑的方式。尽管方法相同参考对象相同,但结果却迥然有别。对

于《党派评论》的知识分子来说,“犹太文化背景赋予了他们善于思考、论辩的特质,早期马克思主

义的影响让他们摆脱了狭隘的批评方法,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关注使他们开始远离左翼意识形态,

从激进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保守主义……他们不断地抗争、反思,从边缘走向中心,最终与美国

主流文化批评思想融为一体,并对美国当代的文化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9]。新世纪之

后的中国学术界开始注意到这一点:

  “红色三十年代”所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还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了美国的文学运动,

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本土化的进程。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另一突出成就,就是在

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大发展。从三十到六十年代,以《群众》《新群

众》《党派评论》等左派杂志为阵地,在“纽约文人集群”和其他左翼团体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师

级的文艺批评家……浸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的文学批评著作,以坚实的理论功底和完整的

批评体系把美国的文艺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是 同 时 代 的 其 他 文 学 思 潮 很 难 企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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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7]

对于中国文艺而言,“重新阐释了此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和

文学史,重新规划了中国古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还重新描绘了世界社会史、文化史、文学

史”[40]。张闻天直接指出:

  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服从于抗战建国的政治目的。这是抗战建国的一种重

要的斗争武器。其目的,是要在文化上、思想意识上动员全国人民为抗战建国而奋斗,建立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最后巩固新中国。[41]

显然,重回原初语境,重回理论原点,探查理论演进的分野与显现,已成为析解20世纪三四十年

代艺术观念的主要任务。

第一,艺术的功能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先要解决的是“为谁服务”

的问题,“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

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42]。这是20世纪以来在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

国家位置、文化现实、民族吁求、未来憧憬。文化处于主导位置的欧美,其主要矛盾是资本过度集

中带来产能过剩的整体性社会问题,文化矛盾就是追求大众快乐的艺术生产标准化、通俗化,瞄

向的是艺术的资本盈利,体现为资本垄断与寡头获利,形成走向商业市场的资本主义通俗主义,

格林伯格将其合成为一个词语“媚俗”。但是,格林伯格并没有指出艺术功能背后的逻辑差异,特

别是国家政治主体的群体利益,亦即社会主义艺术是对民众的启蒙、教育、引领,而资本主义艺术

则是对大众的知觉刺激、美学塑造、资本获取等。

第二,艺术生产的价值指向问题。对于延安以及重庆、上海等地的知识分子,最紧迫的问题

是求得民族解放。文艺是求得解放的重要工具,是民族解放之现实斗争的记录。以冯雪峰为例,

1930年在《萌芽》月刊刊发译文《巴黎公社底艺术政策》,指出:“巴黎公社存在了约三个月……将

它底全精力倾注于自己防卫;差不多没有时间留给新社会底建设了。因此,人民教化的问题,以

及为其一部分的艺术生活底组织的问题,是置于第二段了。然而巴黎公社,作为武装着的阵营而

存在着的短时日之间,也仍能够表示了颇明确的艺术政策。尤其在造型美术的领域上是这

样……人民教化委员会———以当时的用语是人民教化部———也有艺术班。”[43]这里显示出无产

阶级革命文艺的两大核心支点:革命叙事与教化民众。在纽约,革命文艺的斗争精神,或者文艺

的革命精神,被转换为现代艺术的前卫意识,这也是超现实主义在纽约传播、《党派评论》支持托

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原因。

第三,文化传统的接续问题。文艺服务的效果带来了文艺生产构建的不同方式,苏联采取

“民族形式的文化”[44],使得民族形式的需要成为政治主体性的内在体现。“民族形式的文化”最

直接的体现就是走向民间的苏联通俗主义,“诗人、歌唱家、演员,音乐家和艺术家享有苏联人民

的热爱与尊敬。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的欣欣向荣的文化向全世界表

明在苏维埃制度下产生出多么优秀的天才”[26]378。延安知识分子开始走向民间,注重的是民间文

艺形式在启蒙中的白话主义。纽约则开始在同一文明内接盘,探求新国家意识与欧洲艺术传统

的结合。

第四,文艺表现对象的主客体尺度问题。苏联更倾向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延安知识分子则

选择了革命现实,纽约转向了抽象表现。传统认知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先天对立带来的现实主义

与表现主义的价值对立,忽略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面对、共同转化。如果真正回到主

体对客体的反映上,现实与表现均为表征的结果,只是刻度上的差异,一个趋近客体,一个走向主

体。所以,“这场辩论至少与现实主义的顽固追随者和最初的欧洲人之间的辩论一样核心,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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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世纪中叶,它已经成为美国现代主义对绘画表现的攻击”[3]493。战时中国“假如没有生活经

验也能写出好的作品,那末作家生活的问题就不会这么严重吧。要作家参加抗战,服务于抗战,

这不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要求,而同时也是创作本身的要求。因为抗战不但改变了作家的生活,同

时也改变了一切中国人的生活”[22]247。

第五,文艺理论的不同范式问题。对于现实主义来说,如何诗性地表达客体,既尊重客观现

实,又获得诗性体验,就需要破除“自然客观”所附带的散在知觉触点,将具有诗性的表意点和表

意材料进行集中化,这个集中化就成为“典型”理论的来源。典型理论已经不仅仅是文艺的理论

问题,而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观问题。对于纽约知识分子而言,则以“马克思主义”的名

义,依据康德主义哲学路线,为现代艺术的理论言说做出铺垫,其媒介特性“在苏联‘无产阶级文

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

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45]。格林伯格通过对莱辛论述

拉奥孔的互文,重新释读了诗歌、绘画、雕塑之间媒介表意的不同,衍生出现代艺术的演进逻

辑———平面性。为此,克拉克指出,“1939年和1940年的文章已经论证了格林伯格作为一个评

论家的主要关注点和承诺”[46],“很多艺术家……渴望利用更强大的表现力打破现实主义的模

仿……迈向抽象艺术……他们作品终结的逻辑发展……进一步消除了表达因素。无论艺术家是

梵高、毕加索还是克利,这都是事实”[47]。

第六,人的艺术关注问题。为谁服务的强调,带来的是形象的典型塑造,亦即以什么样的形

象来教育启蒙大众,革命英雄的塑造由此应运而生。对于谁在表现的问题,关乎主体的情绪,被

归纳为艺术自由。不论表现谁,不论谁在表现,在于一个以国家为分化单位的空间区域,受制于

国家意识的约束,亦即国家介入后的英雄塑造与个人自由,没有绝对的艺术自由,只是对政治表

达还是资本盈利的偏向而已。

最后是文艺对未来共同体的想象问题。文艺所憧憬的未来社会,不仅是马克思设定的文艺

发展的终极方向,也是唤醒大众进行“革命”的动力。在给美国同行的信中,中国左翼作家曾表达

了建立共产主义文化的愿景。在纽约知识分子眼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未来乌托邦的设想变成

了“世界大同主义”,“《党派评论》中解释的世界主义意味着世俗主义、城市主义、智性……代表积

极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观”[48]。不论是共产主义文化还是世界大同文化,决定了不同语境下文艺

参与共同体的可能性。

由于社会状况、传播方式等的差异,不同国家出现不同阐释,以马克思关于文艺的认识为起

点,出现了分叉:走向生活的现实反映与进入媒介的主体表征,创生了不同的文论体系,“西方马

克思主义文论、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鼎足而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以文

化、意识形态、政治批判为核心;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视本质主义的反映论、认识论美学,主张

通过对社会现象具体生动的描绘来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以毛泽东的《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可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文论”[49]。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艺术史写作:全球化的超越与文明互鉴的融通

如果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时段中,跳出西方现代性演进的视角,不难发现,全球文明的历史

演进,欧洲的优势只占到了500多年,多数历史时期,包括丝绸、瓷器、香料、茶叶、白银等东方文

明的物质、制度、思想,占有突出的优势。所以,回到大历史观,重新面对人类自身的艺术实践,在

跨语际下重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理解时,会发现文化发展存在着有意味的开合关系。

历史演进到今天,面临新的社会问题,来自不同语境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未来艺术甚至文

202



明的诸种建设方案。现有方案中,均存在着局限于区域内的文化短视行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来说,不论是作为显现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还是隐形于知识的文化批判,自诞生以后就已经

内化为全球主要文明的内在血脉,如何传承弘扬马克思主义,仍然是跨语际之间的共同问题。

1940年代全球艺术的价值,就在于“所有今天的东西方艺术家,第一次对什么是真实找到了他们

的契合点,这个问题远比艺术领域广泛,而在此之前他们只是为了各自的实用目的相互借

鉴”[50]。面临变化的世界,面临新技术的引入,以1942年全球艺术史为纽带的全球艺术的演进,

更多的是打开了艺术演进的丰富空间,而不是单一的价值牵制,这为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

知识生产展开了广阔的空间。

为了更好地寻求东西方艺术的契合点,显然,中西方艺术史学家们都在不断耕耘。以英国艺

术史学家协会的刊物《艺术史》杂志为例,2010年以来,先后出版了8个专刊:“进口/出口:

1266—1713年那不勒斯王国的绘画、雕塑和建筑”(Import/Export:Painting,Sculptureand
ArchitectureintheKingdomofNaples1266-1713,2008)、“艺术史:方法的当代视角”(ArtHisto-

ry:ContemporaryPerspectivesonMethod,2009)、“盎格鲁美国人:英美两国的艺术交流”(Anglo-A-
merican:ArtisticExchangebetweenBritainandtheUSA,2011)、“全球背景模仿的理论化”(Theo-
rizingImitationinaGlobalContext,2014)、“现代早期世界中运动的物体”(ObjectsinMotionin
theEarlyModernWorld,2015)、“从丹麦看艺术”(ArtthroughDenmark,2020)、“重审英国艺术:黑

人艺术家与现代主义”(RethinkingBritishArt:BlackArtistsandModernism,2021)、“红色网络:战

后的艺术交流”(RedNetworks:PostwarArtExchange,2022)。这些专刊均指向文化间艺术的互

融,在历史中寻求更多的“真相”。中文语境下,经由迈克·苏利文、巫鸿、汪悦进、汪正华、李军等学者

的开拓,跨文化间艺术史的叙事,得到了有效展开,它不是多元文化,不是全球艺术史,不是比较主义,

不是历史性的全球美术史,而是“跨越事物、自我和文化三重边界的艺术史;或者说,是在艺术作品和

图像中追踪事物、自我和文化之三重投影的艺术史”[51]。显然,文化间艺术的演进,已经在改变中国

艺术史的史学编年方法。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更新与全球人文社科的发展趋

势一致,都聚焦于打开原有学科的研究边界,交叉使用不同理论和研究思路,打开艺术与图像的关联,

最终打开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活动的界域,以综合的、包容的以及动态的方式理解人的存在方

式”[52]。或许我们要问,难道艺术史仅仅存留于文化间的单一理解吗? 显然,如果回到艺术演进与制

作现场,回到艺术自身承担的功能上,多数成果略显保守,还将自己限制在一个单独的地理空间或者

文化空间之内,并未有效展开文化间艺术交互研究的知识视野与实践态势,更无法带来面向未来的史

学编年和理论构建的突破。

艺术史编年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化之物不再是艺术史的唯一对象,在人化之物的基础

上,已经将艺术扩充为非人化之物的艺术史,是宇宙的美的体现,艺术史突破了“人的艺术史”之金科

玉律。具有自主知识质感的艺术史学,原本缘起于中国,是张彦远对历代名画进行的历史记述和鉴藏

观感,它吸纳了我国优秀传统的史学观念、文艺观念。举一例可知,传统艺术史学认为,艺术的本质在

于“载道”,而道又是集天地运行、物质运动、人伦关系等内涵的诸多“真理”。中国传统史学的“道形

观”对物质之美宇宙动律的表述,几乎体现出当下大历史观下艺术史的追求。这只是我国艺术史学的

传统观念之一,巨大的史学知识矿藏远远未得到深入发掘。在互鉴的艺术史编年中,不论是乾嘉学派

的考据性研究,还是以图像为内核,联动社会语境的档案研究方法,已经无法满足人类仅作为单一物

种的非人化的物的艺术史要求,如何在宇宙美的艺术史观下,在文明互鉴中,有效熔铸艺术的编年方

法,将艺术史的写作、艺术理论的铺展根植于自身文化属性之中,构建具有通约性的阐释系统,进而促

成艺术史学编年从“图像—语境”的单一系统到“知觉表达—宇宙之道”的聚合性突破,构建具有新时

空维度的艺术史学和理论知识范式。这样,新时代的艺术史学编年和艺术理论构建,才会“在一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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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扩容的基础上,通过价值调适等跨文化手段,全面进入诸如什么是好艺术的判识标准、好艺术中的

人的位置、中国艺术史学的通约性,进而创新艺术史学范式及其知识质感,打破艺术史研究的高位徘

徊现象,探索跨文化语境下建设中国艺术史学的‘大同之梦’或者‘巴别塔’的可能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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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edCulturalCommunitiesandConvergedArtisticDestinies:
IntellectualChoicesandArtisticDivergencebetweenYananandNewYorkin“1942”

DUANYundong,ANYanling
(SchoolofFineArt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IntheyearsbeforeandWorldWarII,Marxisttheoryspreadwidelyacrosstheglobe.Intellectualsandartists
fromChina,theSovietUnion,andtheUnitedStatescontinuallyengagedwith,absorbed,andtransformedMarxistide-
as,leadingtocross-lingualshifts.InYanan,MaoZedongdeliveredaspeechtitled“TalksattheYananForumonLit-
eratureandArt”inMay1942,markingthebeginningofaturningpointin20th-centuryChineseculture.InMexicoCit-
y,inJuly1942,AustriansurrealistartistWolfgangPaalenraisedthreequestionsaboutMarxisttheoryinthejournal
“DYN,”hasteningtheprocessofdepoliticizingartinEuropeandtheAmericas.ThiseffortledNewYorkintellectuals
tomoreexplicitlyalignwith“Americanart”andmodernarttheory.Centeredaroundthepivotalyear1942andsituated
withinthecontextsofYananandNewYorkascoreregionsofartistictransformation,thisstudyaddressesthreekey
issues-Marxisttheory,ideology,andartisticdirection.Revisitingthefundamentalthemeofarthistorywriting,this
workexaminesthecomprehensionofMarxisttheoryinthe1940sanditsartisticimplementation.Byexploringthear-
tisticproductionlogicof“theorystudy-problemtransformation-artisticevolution”acrosslinguisticboundariesatcru-
cialmoments,particularlyinrelationtoart,itprovidesinsightsintotheconverginganddivergingtrajectoriesofglobal
artisticproductionandculturaldevelopment.Thisstudyalsocontributestothecross-fertilizationofarthistory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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